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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移民史上，历来有所谓的“八大移民发源
地”之说。它们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江西瓦屑坝、湖广
麻城孝感乡、河北小兴州、苏州阊门、山东枣林庄、广
东南雄珠玑巷和福建宁化石壁村。这种提法是否准确
和科学，是另外一回事，但这每一个发源地都对应着

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却是较多人的共识。如江西
“瓦屑坝”和麻城“孝感乡”两地，分别对应的是“江西
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笔者之所以单
独拈出这两个地方，主要是考虑到表述的方便。因为
其它几处移民发源地，都没有像这两个地方那样，有

“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这种高度概括、言简意
赅的表述形式。同时，在中国移民史上，无论是江西瓦
屑坝和麻城孝感乡，还是“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
川”，都有着其它地方和移民运动无可比拟的特点和
内涵。
张国雄先生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虽然重点

讨论的是湖北、湖南移民问题。但两湖移民的主要来
源在江西，而四川又是两湖移民的主要迁入地。因此，
实际论述的范围正涵盖了“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
川”两大移民运动。他以移民的规模、时间、空间、影响
等四个方面为评判标准，与明清时期的其他移民运动

进行比较。结论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考察，两湖移民
无疑都具有主流移民的特征，其它的移民都是非主流

移民。”然后，又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主流
移民特征进行比较，认为“两湖移民”由东向西的迁
移，“既不同于秦至南宋的由北向南的移民，又有别于
近代的多向性移民。两湖移民运动改变了秦汉以来主
流移民的方向，完成了长江流域内的人口大转移

……”[1](237-246)

曹树基在论述“明代移民运动的特点”时，也将明
代初年的移民与历史以来的移民进行了比较，其中一

个结论是：

自秦汉以至宋元， 中国移民的主流是北人南下。
明代初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长江流域，人口的输出
地主要是苏南、浙江、安徽徽州、赣北、赣中及鄂东地
区，输入地主要是苏北、安徽（徽州除外）、湖北、湖南
和四川，构成从东南向西、向北的扇形迁移。 [2](524)

上述研究，既有横向（相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移民

运动之间）比较，也有纵向（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运动

之间）比较，可以说首开移民史研究领域中比较研究

之先河。
本文关于“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二者之

间的比较研究，分为相同性比较和差异性比较，下面

分别叙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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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同性比较研究

首先，“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
的发生时间相同。
魏源说：“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
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
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3](388)这是目
前为止所能见到对两大移民潮最早的完整表述，已经

将二者相提并论了。当然，魏源在这里论述的是民谣
流传的时间，而非移民潮的起源。
曹树基先生在《中国移民史》的“洪武大移民：湖

广篇（下）”一章中，只设置了两节，即第一节“江西填
湖广”、第二节“湖广填四川”。他说：

湖北地区在洪武大移民中的地位是相当独特的。
一方面，大量的江西移民进入这一区域，另一方面，湖
北人大量迁入四川。以至于四川地区在洪武时代所接
受的移民，大部分来自湖北，构成后世人所称的“湖广
填四川”之源起。 正因为湖北移民在洪武大移民中的
地位是这样的奇特，湖北移民问题与四川移民问题是
这样的密不可分，所以，在叙述完移民迁入湖北的过
程以后，还将叙述湖北人向四川的迁移，这也就基本
上完成了四川移民的叙述。 [2]①

正因为二者的密不可分，因而必须将二者放在一

起叙述。
无独有偶，方志远先生在他的《明清湘鄂赣地区

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一书的第二章中，也只
设置了“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两节，只不过方
先生在“湖广填四川”后面加上了“及湘鄂赣山区的棚
民”一条尾巴。方先生说：

虽说是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但首先
“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江西人并非填满了湖广后
才往四川，他们有的在湖广停下了脚步并永久性留在
湖广，有的则是一路向前，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以
及其他地区进发。 湖广人口也并非等待着乱兵的杀
戮，而是向各处主要是未遭战乱之处流动。 在元末明
初，在明末清初，他们的首选地便是四川。当两湖平原

开始人满为患时，他们同样也向各处特别是人少田多
处流动，而首选地区同样也是四川。主要是沿长江、嘉
陵江流向川东地区及成都平原。 所以，“湖广填四川”
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 [4](81)

这里所说的“同时”之“时”，都应该是指从元末明
初至清中期约 500 年间这一历史时期。当然，如果要
再往前追溯，可以发现，江西、湖广民众的迁徙习惯方
向，早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形成。明末清初的麻城人邹
知新在其孝感乡《都碑记》中说：“遥闻豫章人鸠集悦
余，乐而忘归。自赵宋胡元以来丁旺，常为乡之患
害。”[5](247)移民人数之多，至成“患害”。据张国雄《移民
档案》统计，迁入麻城的 15 个家族中，宋代从江西迁
来的有 2族，占 13.3％。[1](257)与此相对应，清《石柱厅乡
土志》记载的该地九大氏族中，就有陈、谭、杨、崔、向、
王六族迁自湖广，而陈氏“自宋高宗南渡时由楚北麻
城孝感乡来厅，同马定虎平夷，授石柱安抚同知。传子
陈曰应，袭职守土。派分十八支，巨族大姓，至今传三
十余代。”[6]

其次，两大移民潮互为因果、递进延续。
如果说以湖广之“广”，为江西移民提供了巨大迁

徙空间的话，四川之荒芜，更成为湖广移民的首选地。
事实上，湖广地区较低的税赋，也构成了江西人大量

迁入的动因之一；同时，江西人的大量迁入，使土著们

生存空间日益狭窄，最终被迫移民四川，也是湖广民

众前往四川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
谈到。
张国雄先生 1983 年在江汉平原收集有关历史农

业地理资料时，“江西填湖广”的民谣就让他想起自己
的出生地重庆流传的另一句民谚：“湖广填是四川”，
“于是我对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往何而去这个问题
产生了极大兴趣。”而在他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
一书中对两大移民潮的描述中，多次使用了“相继性”
这一术语。[1](14、246)所谓“相继性”，强调的正是两大移民
潮的递进延续关系。
第三，“两大移民潮”关于移民规模的量化研究均

有实质性进展。
曹树基先生经过测算，认为洪武年间湖南地区接

受的移民中，江西移民约为 57 万；湖北的 98 万移民

人口中，江西籍移民约为 69 万，占总人口的 70%。这
是对“江西填湖广”的量化研究。关于“湖广填四川”的

①《中国移民史·明时期》第四章。曹先生在这里之所以只说“湖北”而不言“湖广”，是因为该书之第三章“洪武大移民：湖广篇（上）”中，已专门叙述
了湖南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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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化研究，如元末明玉珍率部入川的军事移民数量

的研究，已成为学界熟知的典型案例。[2]①其他如，康
熙二十年以后，迁入四川的移民及其后裔约为 98 万

人；从康熙末年至乾隆四十一年，迁入四川的移民新

增人口为 337 万人。在这些移民中，湖广移民的比例，
不少于 60％。[7](95-96)等等。这些研究虽然都是时段性
的，但其研究方式和方法，揭示的规律和结论，都为进

一步的深入考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方志远先生则系统分析了从明洪武至万历年间

官方记载的江西、湖广、四川、贵州、云南五省户口数，
得出了他认为“很有意思的”结论。他说：

如果不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户口统计中的

遗漏， 从洪武二十六年至万历六年的近二百年里，江
西减少了 3123455 口，、湖广减少了 303875 口，两
省合计减少 3427330 口。 而在同一时间里，四川增
加了 1635295 口，贵州、云南二省增加了 1508394
口，三省合计增加 3143689 口。 也就是说，从洪武二
十六年到万历六年间，云、贵、川三省所增加的人口数
字，几乎就是江西在同一时间内减少的数字。 [4](84)

第四，两处“移民发源地”及其移民史均可考实。
关于“瓦屑坝”的地名考实，曹树基先生考定在鄱

阳县西滨鄱阳湖之莲湖乡,湖中有一名为莲荷山的小

岛,“岛上之西端,有名‘瓦屑坝’者,三面环水,留有大量
瓦屑与瓦窑遗迹”。曹先生将族谱和地名志与《明实
录》进行了对勘分析，结果表明，不仅其中“记载的移
民史实相对应，而且与明代初年的典章制度相对应。”
因此，曹先生认为，可以将“南方地区的明初移民视为
中央政府精心组织与规划的大移民。”他最后的结论
是，“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之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虚
构。[8](11)

关于“麻城孝感乡”的考实,进展更为理想。从《麻
城县志》一条孤证,[9]②饱受学界质疑，到 2007 年道教
印模“麻邑四乡坛域图”的发现，[8](彩页)再到 2008 年邹
知新《都碑记》的发现（邹知新是明末清初人，他是在
亲眼看到“孝感乡都碑”后才写的这篇文章），为我们
解决了有关明代麻城移民研究中若干重大问题。[5]陈
世松先生更将麻城孝感乡移民史, 向前追溯到元代。
同时，从清代开始而至今不衰的四川与湖北民众的寻

根问祖，更以极高的家谱对接率，使三省民间的交流

十分频繁。“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这两大移民
潮，从来就没有被移民后裔们怀疑过。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移民发源

地”，并不是都能予以考实的。以颇负盛名的“洪洞大
槐树”研究为例，不仅比“瓦屑坝”和“孝感乡”的研究
早得多，而且参与研究的学者也是阵容庞大，但时至

今日，仍无多大进展。赵世瑜在查阅万历《洪洞县志》
时，认为万历修《洪洞县志》距离洪洞移民时期（明洪
武或永乐时期）“还不太久远，但全书竟没有任何地方
提到移民事情，更没有提到过大槐树和老鸹（鸛）窝。”
而且，据该书的记载，在发生迁民的明初，洪洞还是个

没有城墙的地方，只是到了发生“土木之变”那一年，
才开始修筑简易的城墙。“我们很难想象明政府如何
在这里设立什么机构，或者派驻军队来实施有组织的

移民活动”。同时，“在所发现的墓志、碑刻、家谱中，自
称祖先来自洪洞某某具体地方的，都很难与这些（《洪
洞县志》）记载的地名对上号。”这样一来，赵世瑜先生
就只能“把大槐树和老鸹（鸛）窝视为民众便于传承历
史记忆的符号，而不必与历史真实联系起来”了。[10]

第五，“湖广”、“四川”两地移民后裔均有较高的
寻根成功率。
上个世纪的八十到九十年代，全国掀起了一股续

修家谱的热潮。为了厘清年久湮没的家族世系辈派、
寻找族群迁徙播散的踪迹，几乎所有的家族都派出专

人远赴异省他乡，四处寻访，祭祖联宗。麻城市就有不
少家族在江西找到了本族源头，并在续修家谱时，将

从祖籍地带回的世系表，冠于本族之前。了却了他们
数百年来难以实现的心愿。而四川省（包括今重庆、贵
州、云南、陕西等地）的移民后裔，其寻根成功率更是
非常之高，麻城市政协与麻城市文化研究中心编辑的

期刊《麻城文史》上，就记载了大量寻根成功的案例。
这一点，也是其他移民运动所涉地无法比拟的。

至今，我们还没有听说有自称是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后

裔寻根成功的个案。甚至，研究洪洞移民的学者根本
就无法在洪洞本土的家谱中找到有关移民的任何资

料。有关珠玑巷移民运动的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问
题。刘志伟在研究珠江三角洲宗族历史时，对于当地
广泛流传的珠玑巷移民传说，他认为只是当地家族为

了“证明和维持正统性的身份认同”的“话语表达”，因

①《中国移民史·明时期》第三章、第四章“洪武大移民：湖广篇”。
②卷一《封域志·乡区》：“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
入仙居，为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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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在地方控制和争夺资源等方面，同样有相当实
际的作用”。[11](159)于是，刘志伟认为，大多数珠江三角
洲宗族声称他们的血统来自中原，这种“历史记忆”是
将自己转化为帝国秩序中具有“合法”身份的成员的
文化手段。而移民史学者应该反省的，是那些“在历史
著作中一再被强化的观念，很可能只是本地人利用教

化的语言而采取的文化策略，有关移民的历史叙述，

应该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所得的结论”。[12]

二、差异性比较研究

“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之差异性比较研
究，我们认为应该主要从二者之移民类型中展开。但
移民类型问题至今还没有比较统一、合理的划分，因
此，我们还必须现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葛剑雄先生将中国三千多年的移民史归纳为五

种主要类型：

（一）自北而南的生存型移民。
（二）以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
1、政治性或控制性的；
2、掠夺性的；
3、惩罚性的；
4、民族性的；
5、军事性的。

（三）从平原到山区、从内地到边疆的开发性移
民。
（四）北方牧业民族或非华夏族的内徙与西迁。
（五）东南沿海地区对海外的移民。[13](60-74)

上述分类方法，自然是从中国移民史的宏观角度

进行的划分，但是，这种划分在标准上颇有值得商榷

的地方。总体上看，该划分好像是以移民方向加以区
别，如“自北而南”，“从平原到山区、从内地到边疆”，
“内徙与西迁”，“对海外移民”等，但其中的第二类“以
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性移民”，却成为例外。其
次，分类中又好像分出了“生存型移民”、“强制性移
民”和“开发性移民”三种类型，但其余两种又属何种
类型呢？似乎又未加归纳，看来这也并非分类标准。再
次，上述标准有的从移民自身的角度着眼，如“生存
型”之说；有的又从政府的角度着眼，如“强制性”、“掠
夺性”等。这种划分方法，除了因标准不一造成混乱
外，在实际使用中还无法避免相互之间的重复和交

叉。
曹树基没有专门就明清移民的类型作过总体划

分，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著述中对明清时期移民类型

的定义。他有时使用诸如“军籍移民”、“民籍移民”，有
时使用“自发移民”、“政府移民”，有时又使用“人口补
充式移民”和“人口重建式移民”等两两相对的概念。
仔细体味，曹先生好像是使用一种微观分类法，在论

述某一区域的移民规模时，就使用“补充式”或“重建
式”来划分；在讨论移民的身份时，就使用“军籍”或
“民籍”来区分；在比较不同时段或不同地域之移民特
点时，就使用“自发移民”和“政府移民”，全凭行文和
分析之需要，显得灵活而准确，绝无生搬硬套、牵强附
会之感。
张国雄认为，“研究移民类型，分析各类移民的特

点及其相互关系，是探寻移民运动规律重要的一环。”
首先，他按移民最初意愿，将其分为“强制移民和自愿
移民”两大类型。强制移民包括“随军入籍”和“洪武年
间的招民开垦”两种情况，但他认为“强制性移民在这
次人口大迁徙中，不是主要的迁徙方式”。“自愿性移
民”则包括因动乱、仕宦、逃赋役或商贸而迁移定居，
是一种稳定性很强的移民类型。然后，他又根据始迁
的规模，划分出“群体移民与单身移民”两大类。始迁
祖为两人或两人以上者，则为群体移民。而“群体移民
在随军和仕宦移民中比较普遍”。这样，实际上就是以
两种标准,归纳出四种类型。[1](83-114)

不过，对于张国雄的划分方法，我们也存在疑问。
第一，同样地，以两种标准来划分类型，是否科学缜

密。第二，“强制性移民在这次人口大迁徙中，不是主
要的迁徙方式”，这句话里面的“这次”一词，不知道是
指“两湖移民运动”还是指“洪武年间的招民开垦”。如
果是指后者，就显然于事实有悖。正如曹树基所说：
“明代初年的各种移民活动，是中央政府组织实施的，
这当然包括经济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农业人口的迁移。
上述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意义在于，移民在政府的组
织下到达新地之后，必须服从法律的约束，不得再作

自由的迁移。明代初年的移民运动，印上了强烈的专
制主义的色彩。”[2](9)如果是指前者，我们虽然同意这一
看法，但说明张先生也是使用了宏观分类法。那么，与
葛剑雄的分类存在同样的困惑，分类过少无法概括，

分类太多重复交叉。这大概也就是他不得不以两种标
准划分出四种类型的原因。第三，“群体移民与单身移
民”的划分，也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首先，区分“群
体”与“单身”的标准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张国雄有一
个解释和一个举例。一个解释就是上面所说的“始迁
祖为两人或两人以上者，则为群体移民”，言外之意，
“单身移民”就是始迁祖只有一人的移民。一个举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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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军和仕宦移民”，“如黄冈段氏始迁祖也是带着
五个儿子‘随官楚北’的”。[1](109)那么，如果段氏作为始
迁祖，带着五个儿子，就不属于“单身移民”的话，我们
要从家谱和其他史料中找出孤身一人远迁他乡的例

证，还确实不容易。相反，我们认为，像这种远距离、长
时间的迁移，一般都是一个大家族的集体行动，最小

的移民单位也应该是带着妻子儿女等家人。即使有个
别特例，恐怕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充其量只
能算“流民”。因此，所谓的“单身移民”这一划分，实在
看不出在类型学上有何实际意义。
有意思的是，张国雄先生在划分移民类型之前，

先讨论了移民的动因问题。他认为，两湖地区移民的
主要动因，有三种。
第一，难民。
第二，经济移民。又分四类，一是受政府招民垦荒
政策驱动的移民；二是适应区域开发的需要，为谋生

而出现的移民；三是因不堪繁重的赋役而离乡的移

民；四是因商贸而迁移。
第三，政治移民。又分两类，一是仕宦入籍，二是

随军入籍。[1](83-102)

其实，上述三种动因的分析，不就是最好的分类

吗？以移民动因作为移民类型的划分依据，既直接，又

合理；既可避免分类过于宏观而难以概括，又可避免

分类过细而交叉重复。而且，以实际动因作具体划分，
又可凸显主流移民的特征。
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在张国雄先生关于移民动因

分析的基础上，拟出如下分类方案：

（一）避难移民。包括四种情况：
1、躲避战乱；2、自然灾害；3、逃避赋役。

（二）军事移民。包括四种情况：
1、军籍屯田；2、随军入籍；3、起义将士。

（三）政府移民。
1、招民垦荒；2、仕宦入籍。

（四）贸易迁移。
上述四大类中，第一、二两类较为复杂，故又各分

三种情况。各种移民类型在前揭各家移民著作中均有
实例和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有了上述分类，下面就可
以将“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之移民特点作出
比较了。
第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军事移民最为

突出。
首先是“军籍屯田”。目前的研究成果已经证实，

早在元代初年，麻城就有大批屯田户（约五、六千人）
落籍于四川，以至于在当时的崇庆州需要专设一个

“孝感乡”来加以管理。[14](259)

其次是“随军作战”。谭红收集了 108 个四川军籍
移民家族，其中来自湖广的有 28 族，占总数的

26％。[15](403-414)

然后是“起义将士”。此又分两次，第一次是元末
明初，麻城将士随明玉珍入川。明玉珍入川时，其军队
人数曹树基先生已有论述，认为约 20 万人。包括随军
家属，人口总数“应在 40 万人以上”。[2](152-153)这个估计
目前不见异议，可见已为学界所接受。第二次是明末
清初，仅麻城就有 5.7 万将士随张献忠入川，加上家

属，人数当在 10-15 万之间。
之所以说“最为突出”，并非单指移民数量，而是

强调移民强度，即在单位时间内的移民规模。在短时
间内实现大规模的一次性移民，恐怕只有军事性移民

才可能做到。同时，这些军事移民活动都是在王朝初
期进行的，其意义就更不可低估。历史经验表明，王朝
初年一般都是新一轮稳定和发展时期的开始，这个时

前的移民，就是后续移民们可供依赖的社会基础。因
此，移民们在异地较大规模的聚居区域，往往成为后

续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其带动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江西填湖广”之移民，具有更多逃避赋役

的特点。
尽管洪武初年，江西跟湖广一样，政府“招民垦

荒”，实行过所谓的强制性移民，但那并不是政府行之
一贯的政策，到洪武末期，由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便

逐渐终止了。然而，洪武以后的两百多年间，两省外迁
之民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认为，相比较而言，江西
迁入湖广的民众中，“逃避赋役”当是其主要的移民动
因。
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下诏“免江西秋粮”，

诏谕说：

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
伐，备知将士之劳。 方今天下一统，东戍辽海、南镇诸
番、西控戎夷、北屯沙漠，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
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 然
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
民，理势相須，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
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
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悯焉。 今年秋粮尽行蠲免，
以济民艰，於戏！四海苍生，皆我赤子，爱念之意，旦暮
不忘，缘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
怀。 [16](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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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诏谕”被研究明代江西赋役的学者广为引
用，亦有用来证明明初对江西赋役之优待者。但诏书
里朱元璋自己都承认“归附以后，供亿更繁”，而且是
在“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的情况下，又经历
“供亿更繁”的九年。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仅仅减免
了一年的秋粮，并没有降低江西的赋税科则。
方志远根据万历《明会典》的记载，将明前、中、后

期各省税粮实征数制成一表，可供我们对照。
表中可以看出，明政府的夏税小麦，主要来自北

方，其中以山东最多；秋粮稻米主要来自南方,其中南

直隶高居首位，其次便是江西。南直隶税粮之重的主
要原因是“苏松赋重”。因此，方志远的结论是，“在整
个明代，江西的税粮在十三布政司中也是最重的之

一”。[4](64)

我们可以举两个实例。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昌府丰城县民言： 农民佃官田一亩岁输五斗，诚
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 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 上
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群县地土颇
硗瘠者，止令输三斗，著为令。 [16](2875)

这是官田，民田的税赋又如何呢？据江西《袁州府
志》记载：

按本府四县粮，欧祥占据时每田一亩要民纳米三
乡斗，计九升。 后内附，祥误以乡斗作官斗造报，高皇
帝谓三斗大重，减半科纳，每民田一亩科粮一斗六升
五勺，外夏税一升六合，共田六亩二分四厘科粮一石，
外夏税一斗。 [17]

除了“赋”以外，还有“役”。光绪《吉安府志》的纂
修者甚至说“不苦赋而苦役”，因为“赋有常则，役无定
款。行之弊者，至嘉靖而极。”[18]

粮繁差重，必然导致民户逃避赋役，人民的逃亡

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时任兴国知县的海瑞就感概地
说：“即兴国一县论，逃绝户极多。问其故，则虚粮不能
赔，重役不能供也。……卑职到任而来，查得五十七
里，半里并不可为里甚多。间行乡落，人烟寥寂，村里
萧条。耳闻目击，为心恻久矣。”[19](3260)

明代江西赋役之繁重，终明之世未曾改变，直接

造成了大批人户逃亡，使之成为“江西填湖广”移民潮
最主要的动因和人口来源。

明代各省税粮表

直省名称
洪武二十六年 弘治十五年 万历十年

夏税（石） 秋粮（石） 夏税（石） 秋粮（石） 夏税（石） 秋粮（石）

南直隶 990 441 6244 379 942 303 4999 952 943 707 5068 154

北直隶 353 280 817 240 179 524 422 107 178 642 419 986

浙 江 85 520 2667 207 152 773 2357 527 152 864 2369 764

江 西 79 050 2585 256 87 636 2528 270 88 072 2528 270

湖 广 138 766 2323 670 131 400 2036 102 131 976 2030 208

福 建 665 977 420 707 850 448 707 850 448

山 东 773 297 1805 620 855 246 1995 881 856 172 1995 765

山 西 707 367 2093 570 578 890 1695 133 591 951 1722 851

河 南 556 059 1642 850 618 645 1769 132 617 323 1763 437

陕 西 676 986 1236 178 725 797 1203 261 690 747 1044 943

四 川 325 550 741 278 309 594 717 078 309 892 718 653

广 东 5 320 1044 078 5 978 1010 786 6 123 993 825

广 西 1 869 492 355 3 391 426 636 2 495 369 203

云 南 18 730 58 349 33 708 106 913 35 567 107 123

贵 州 － － － 47 442 － 50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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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History of Immigration
———Discussion on the“Jiangxi filling in Huguang”and“Huguang filling in Sichuan”

LING Li-chao

（Chinese society of Li Zhi Stud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Beijing，China）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history,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immigration waves are very rare. The
research methods will undoubtedly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atterns. The
paper only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of the migrations of“ Jiangxi filling in Huguang”
and “ Huguang filling in Sichuan ”, and puts forward different ideas on some of the academic point of view,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the circles concerned.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immigration；Jiangxi filling in Huguang；Huguang filling in Sichuan；comparative study；the guide
of public opinion；Shifang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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